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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紀實類紀錄片具有明確而直接的社會指向和現實訴求，它力圖通過最大

限度地再現現實表像和經由表像觸及深層次問題來實現其指導人生、改造社會的

目的。對觀衆而言，將紀錄影像視爲曾經發生或正在發生著的“真正事實”，正

是其得以將現實生活與影像發生關系的前提，即所謂電影/影像中的“真理性結

構”。然而該前提的取得卻不得不經由拍攝者和觀衆分別乃至共同與影像的對話、

爭論、反思甚至質疑、顛覆而逐步構建。這一過程亦即對紀錄片的“天然真實屬

性”的深度反思。 

關鍵詞：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美學、遞嬗 

    與劇情片或其它非劇情片不同，社會紀實類紀錄片具有明確而直接的社會指

向和現實訴求，它力圖通過最大限度地再現現實表像和經由表像觸及深層次問題

來實現其指導人生、改造社會的目的。對觀衆而言，將紀錄影像視爲曾經發生或

正在發生著的“真正事實”，正是其得以將現實生活與影像發生關系的前提，即

所謂電影/影像中的“真理性結構”① 。然而無論是劇情片還是非劇情片的紀錄

片，真理性結構發生效用並非觀衆的直接指認那麽簡單。“關于影片如何具有真

理性結構的理由，就是‘真理性結構’並非淡出出自影片文本的本質性，或是自

身建構，而是，更爲基（激）進的是‘介入’行動的出現。換句話說，當介入産

生功能與效應時，影片才能同真理性結構發生關系……簡言之，影片必須能夠形

成問題意識。”② 此論述提出了兩個關鍵性論點，一是影片文本的某些本質特性，

諸如真假、虛實等並非影響觀衆判斷的決定性因素，二是隱身于攝影機背後的拍

攝者和沈默于銀幕（熒幕）之前的觀衆分別乃至共同與影像的對話、爭論、反思

甚至質疑、顛覆才是構成影像之于社會人生意義的最重要步驟。這一過程亦即對

紀錄片的“天然真實屬性”的深度反思。因而據此反觀 1980 至 2009 年間台灣社

會紀實類紀錄片美學嬗變，不難發現和理解爲何在某些時期，“非真實”的景觀

更容易激起觀衆某種情感、認知甚至價值取向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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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真實：反主流影像的影像啓蒙 

   “解嚴”前期，特殊的曆史階段與社會情狀令以綠色小組、第三映射爲代表

的早期反主流紀錄片作品充滿了戰鬥性。雖然當時並未明確提出關于紀錄片真實

性的要求，但在該時期大量的反主流影像作品中仍可明顯感受到創作者對于現實

的重視和對事實的忠誠。爲最大限度的捕捉到社運現場瞬息變換著的事件，在追

蹤激烈的街頭抗爭場面時記錄者們往往無暇顧及鏡頭畫面的美感，而專注于是否

“拍到”具有衝擊力和關鍵性的內容。同時，爲了追趕抗爭運動形勢迅速變化的

腳步，制作者也往往選取富有視覺衝擊力和動作激烈的鏡頭進行剪輯，快速出片，

快速傳播，以達到擴大影響的目的。因此，這些作品畫面呈現顆粒度大、晃動劇

烈，現場雜音嚴重的特征。“但解嚴前後，這些影片所記錄的社會巨變期政治社

會運動衝撞以及抗爭的力度，以及拍攝者同樣地尋求一種具戰鬥性的影像，希望

藉以改變威權政治權力體制的動力所釋放的內在能量，讓制作過程較爲粗糙的影

片，蘊含著一種難以消逝的美學張力”③。對于拍攝內容的高度重視和奮不顧身

的戰鬥姿態，以及對形式不約而同地放松等特點在這一時期的反主流紀錄片制作

團體中具有某種一致性，從而在粗糙鄙陋的紀錄影像中滲透出難得的真誠度與感

染力。在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反主流紀錄片對紀實的追求往往要高于對作品藝術真

實性的探究。由于拍攝者一貫秉承的紀實觀念，也更得益于拍攝器材的輕便靈活，

使得反主流影像的“拍攝者不但常常立于高點呈示現場總覽，也常常隨人群推擠

碰撞，且持續追攝高潮狀況，因而較諸新聞片的武斷剪輯模式，更具臨場實感，

更少操控痕迹”④。但這種臨場感僅是對所發生事實的忠實記錄，如實告知觀衆

何時發生的是何事，即紀實。對觀衆而言，反主流紀錄片的紀實旨在證明確有其

事，而真實則是一種判斷，一種基于感知與理性的，對現實世界形態與內涵的判

斷。正是由于偏重于影像的紀實而缺乏對現實事件或問題的真假作出相應的判斷

與選擇，致使第三影像的拍攝者們産生同一事件的記錄卻存在相互矛盾對立局面

的困惑，而對捕捉到的影像的真實性呈現某種搖擺和遲疑。也正是由于對紀實的

極度重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紀錄片表意呈現淺層化與平面化的傾向，帶來反主

流影像社會價值的削弱。有論者認爲“反主流影像媒體解構了台灣政治權利的神

話，也終結了台灣強人曆史的壟斷論述，同時更進一步成爲政治反叛的工具，擔

負起教育組織群衆的工作”⑤，但從效果上看，在這場與主流媒體和“國家”機

器之間的角力中，反主流影像媒體的成果其實是相當有限的。一方面，雖然以綠

色小組和第三映像爲代表的反主流紀錄片在這一時期拍攝了大量與主流觀點針

鋒相對的紀錄作品，有力衝擊了主流媒體的壟斷，但是這些作品滿足于對單一事

件的影像記錄，同時由于快速追拍、快速出片、快速傳播制作模式的局限，所以

作品敘事呈現平面化、淺層化，缺乏曆史的與現實的縱深感。另一方面，爲表明

制作者的立場，在運動情勢快速變化中，制作者往往傾向于采取非黑即白的敘事

策略，選取場面激烈、視覺衝擊力巨大的情節進行剪輯，以滿足長期處于壓抑狀

態下普通人的情緒宣泄。因此這些作品所能提供的反思空間是非常狹小的，這也

造成了反主流紀錄片受衆迅速增加又迅速消失現象的出現。更重要的是，非理性

的感動或憤怒只是達到情緒的宣泄，群衆有限的參與較少能引發實際的行動，無

法實現反主流紀錄片“引發群衆的意識，促成革命的成功”⑥的目的。 

概而言之，作爲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發展史上一個無法避繞的草創時期，解

嚴前夕至解嚴初期的台灣反主流紀錄片最大的貢獻在于打破了單一的社會信息

傳播管道，以行動與作品對抗主流媒體的話語壟斷，爲觀衆開辟了一條長期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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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意識形態機器刻意粉飾、掩蓋著的另一重真實。一大批帶有明顯“不完美”美

學特征的記錄作品與其社會宗旨高度契合，用矛盾、粗糙、動蕩、零亂、吵雜，

但卻生動淋漓的影像語言完成記錄影像對于民衆追尋“真相”的早期啓蒙，啓發

人們對“真實”一詞的重新審視。 

二、  記錄真實：“全景風格”或“全景模式” 

不可否認，解嚴前夕至解嚴初期的反主流影像盡管意識先進，在技術與美學

上仍不免粗糙與膚淺。在解除了“戒嚴”這一“緊箍咒”之後的社會紀實紀錄片

顯然加大了對“真實”意涵的探索。對“解嚴”後的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而言，

全景映像工作室⑦（以下簡稱全景）地位特殊。1990s 中期以降，全景的紀錄片

制作模式被後來的衆多紀錄片制作者所接受和效仿，逐漸形成一種顯著的“全景”

風格，並且直接促成了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美學在解嚴後的第一個進步。  

在全景所倡導的紀錄片美學中，突出的一點是對事件中個人處境的關注，運

用攝影機的忠誠記錄，還原民衆生活的日常性與原生態。“創作回到民衆的生活

現場”是全景映像創作方法和紀錄理念的高度概括。其中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以

社會底層民衆的真實生活爲對象，采取徹底的草根視角和悲憫情懷，去關注普通

人甚至弱勢群體、邊緣群體的生活和思想；二是采取參與觀察的記錄方式進入被

攝者的生活實境，以小川紳介長期蹲點式的時間和情感投入去建立與被攝者的親

密關系，通過長期跟蹤拍攝，來獲取被攝者與攝錄者真實的情感再現。全景紀錄

片美學特征之二表現爲爲獲得被攝對象最原始最自然的流露，采取了長期跟拍與

“混”感情相結合的方式來與被攝對象建立聯系。這在一些特殊群體題材，如《月

亮的小孩》的處理上尤爲明顯。《月亮的小孩》發展了 60 年代真實電影的理念，

拍攝者主動介入、跟拍被攝對象的生活，充當被攝者與攝影機鏡頭之間的溝通者

的角色，肯定被拍攝者參與影片制作的權利。同時，又不拘泥于紀錄者的身份，

也不刻意保持所謂的冷靜，即便暴露記錄者在影片中的形象也毫不在意。 “壁

上蒼蠅”式的拍攝手法與角度在西方參與觀察類型的紀錄片中並不少見，但能夠

讓被攝對象完全放下心防，即使出現所謂的“穿幫”也無損于被攝者的自在，實

現攝影機完全“隱形”，這種參與程度並不是一般真實電影所能達到的。特征之

三是全景對紀錄工具民衆性的重視。所謂紀錄片的民衆性指全景一方面以下層民

衆的生活實景爲紀錄對象，尤其關注弱勢群體的部分。“基本上，紀錄片對我們

來說只是工具，我們關心的是社會的弱勢者、社會的議題這些部份”⑧。另一方

面，也是全景最可貴的一點是花大力氣、長時間身體力行地開展民衆的紀錄片教

育，通過開設培訓班，舉辦訓練營等活動，著力普及紀錄片在民衆中的傳播與認

知。另外，全景紀錄片的民衆性還體現于運用攝影機構建民衆影像史的企圖。這

在全景承襲自《百工圖》與《人間雜志》的紀錄片《人間燈火》、《生活映像》系

列中可明顯感覺到這一特征。在此影響下，全景及全景體系下的紀錄片呈現出相

當廣闊的視野，具有良好的民衆基礎。盡管短期培訓班訓練出來的紀錄片作者水

平參差不齊，深入不足，但卻昭示了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創作正在邁向一個更理

想的方向——記錄權力下放，成爲民衆的自我記錄、自我觀察、自我教育的有效

方式。 

然而吊詭的是，全景通過記錄鏡頭回歸民衆生活現場，長期跟拍建立親密信

任關系以獲取原生態狀態下被攝對象與環境的最自然反應，甚至不惜精力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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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回歸人群，其所孜孜以求的接近真實的種種努力卻在紀錄作品強烈的情感化

傾向中被稀釋。“我希望平常接觸家鄉人的感覺，可以透過影像讓人看到，讓紀

實影像不只是歌功頌德的表面功夫，而是能捕捉人的情感”⑨。這一點與解嚴前

的反主流紀錄片一脈相承，只不過反主流影像訴諸的是憤怒，而全景的紀錄片訴

諸的是感動。作品放映時，作品與觀衆之間的情感交流完全被“感動”所占據，

在進行作品討論時，“感動”也是創作者最爲看重的一項價值。“也就是說，拍攝

內容的考慮，似乎遠遠重要于敘事形式的斟酌……充塞其間的崇高情操，往往使

得大家理直氣壯地輕忽形式與技巧”⑩。全景風格中的情感化策略是對解嚴前官

辦電視媒體一貫僞裝客觀、故作冷靜，刻意制造與觀衆的距離感以保持某種權威

的做法徹底的反撥。而當“全景模式”逐漸形成之後，對于情感/感動的追求即

演變成涉及紀錄片選材、拍攝、制作等環節的重要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將全景風格與全景模式區別對待是認爲，作爲一種創新

性（至少在台灣是前所未見的）的創作手法，全景以其衆多風格與趣味相對一致

的作品序列與接受效果表明一種藝術風格的成型；然而一旦將具體的方法、技巧

僵化，再先進的藝術風格都難免陷于自己設定的窠臼中，演變爲一種模式，其原

應具備的先進性也被消解殆盡。進而言之，全景風格逐漸演變成僵化刻板的模式，

雖有其客觀原因，但與其對紀錄片價值的理解也不無關系。在全景的發展中不能

不讓人懷疑所謂“情感”或“感動”往往不自覺地超越“真實地刺痛”或反思的

艱難成爲紀錄片美學與倫理的首要因素。 

三、 超越真實：記錄與虛構的實驗 

如果說全景所開辟的全景風格是“解嚴”後台灣紀錄片真正走向社會紀實的

第一步，開始建立和整理起失落已久的台灣紀錄片真實美學的話，那麽在 90 年

代後期全景風格逐漸模式化的隱憂也應當回溯到那一時期。然而有趣的是，幾乎

與全景同時期成立的另一紀錄片制作團體“螢火蟲映像體”⑪（以下簡稱螢火

蟲）似乎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與全景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探尋紀錄片真實美學的實

踐中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特色。 

（一）“金門影像”：突破邊界 

作爲螢火蟲影像體主要的創作者之一的董振良長期專注于故鄉金門的影像

記錄，即回到在地。回到在地的目的在于通過極富地方色彩的畫面和語言表達當

地民衆的政治意願與民主訴求，並由當地人參與拍攝、回饋放映的方式，建立起

當地人與紀錄影像的親緣性與認同感。這種認同的首要目地指向金門與台灣的怪

異關系——不是對一個大而空洞的“國”的認同，而是對切身可感的“家”的認

同。在這一點上，螢火蟲全景一樣將記錄的目光深植于社會下層，然而在實現方

式上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 

爲突出和改變金門離島長期處于台灣社會邊緣的怪異現狀，螢火蟲紀錄片有

意識地突破紀錄片主觀與客觀的界限，采用紀錄片元素和劇情片元素摻雜的結構

形態，在保持影片的紀錄片屬性的基礎上嘗試以半虛擬的形式挑戰固有的紀錄片

規則。董振良曾坦言，“其實我的片子從第一部到現在拍的都是半紀錄半劇情”

⑫。在《單打雙不打》中，螢火蟲/董振良首次打破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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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紀錄手法與虛擬搬演相融合的手法，挑戰了以往紀錄片以真實爲最高價值的觀

念和絕對的紀實手法。“董振良也打破了紀錄片與劇情片的藩籬，以第一人稱式

的自我表現了社會政治的情勢，加上運用了許多傳統紀錄片少見的隱喻性的鏡

頭，均呈現了濃厚的個人色彩。”⑬ 以《單打雙不打》爲代表的金門影像往往

放棄了以往紀錄片對于紀實、客觀的苛求，傾向于以一種自我表現的方式在鏡頭

中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觀點並不一定代表某一階級或群體，僅是其個人的主觀

性使然，而片中參與演出或講述者的講述也是其主觀性的表現。 

在董振良的金門影像中，半記錄半劇情的記錄手法作爲真實再現在地的外部

形式本身也具有其獨特的表意性，與所表現的內容一起，傳遞創作者對真實的極

具個人化的理解。由此觀之，自 1980 年代開始建立起來的紀錄片紀實情結在螢

火蟲紀錄片中被逐漸消解，紀實不再是紀錄片真實美學的唯一前提。當然，紀錄

片畢竟不同于劇情片，在虛構/虛擬的運用上紀錄片是一個“事先公開的秘密”，

而劇情片則試圖隱瞞僞裝的痕迹。在“國家”意志淹沒個人意志，主流意識壟斷

在地意識的情況下，客觀性吊詭地存在著嚴重的不可靠性，相反，直截了當表明

的主觀性反而更顯出真實和真誠。這類自我表現手法與強調主體性的嘗試改變了

以往反主流紀錄片有事實無觀點，偏重鏡前表現、輕視鏡後思考的弊病，從而提

升了紀錄片的主體性，彰顯了記錄者的個性風格。 

同樣處于對真實的追求，螢火蟲/董振良另一個任務是努力去除全景所構建

的極度情感化傾向。避免過度情感化不代表紀錄片缺乏立場與感染力。其實，就

早期的反主流紀錄片和全景極具情感濃度的民衆紀錄片而言，這類紀錄片所提供

的意識形態與主流媒體生産和維護的意識形態的操作手法並無二致。而螢火蟲/

董振良在通過影像表達反對主流意識形態立場時，放棄了追逐激烈場面的慣用做

法，有意識地弱化影片情緒刺激的強度，深入在地，發掘和探討背後的深層動因。

同時轉以整體去煽情化，冷靜而嚴肅、克制的影像風格祛除了誘導認同的企圖，

使影片自身具有了自覺的理性反思意識，並且爲觀衆個體提供獨立思考的空間，

要求個人展開思考與追問。當情感的浮沫逐漸被祛除之後，或許紀錄片能還給觀

衆的將是一個更接近于生活常態的，充滿不平而無奈的現實世界。                                                                                 

（二）《流離島影》：拒絕客觀 

如果說《單打雙不打》在真實與虛構/虛擬之間的操作還屬于試水之作的話，

九十年代末以來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多種媒

體手段的加入則昭示了對紀錄片本質的反思在此時開始了更大規模的嘗試。2000

年的《流離島影》⑭系列片集就被認爲是“以新的美學形式向主流的紀錄片美

學挑戰”⑮ 。在《流離島影》中，擔任策劃者和組織者的螢火蟲另一主要創作

者周美玲在征集合作者時便明確提出“謝絕客觀”的拍攝主張，要求每一位導演

必須投入主觀的情感、思想，以純然發自自身的觀察，記錄下自己與海洋和島嶼

的交流。“影片的諸位作者即以一種‘踢館’的姿態向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

究所強調‘真實’的傳統紀錄片美學挑戰”⑯。在此前提下，紀錄片中的某些

特征從表面上呈現出違背客觀真實的要求，但卻從另一層面表達出編導者對現

實、真實的獨特理解。 

《流離島影》中，紀錄片不再企圖通過畫外解說或人物談話作爲紀錄片表意



 
 

27 

的唯一管道來“說”出什麽，而是通過畫面造型等手段“顯”出其意義，要在追

求感知真實的前提下發揮影像表意的潛能。《噤聲三角》全片畫面黑白和彩色不

時穿插出現，畫面構圖中天空與陸地/海洋比例嚴重失調，天空往往只占整幅畫

面構圖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誰來釣魚》以垂直 90 度的鏡頭角度開辟了另一重

扭曲的視覺觀感，以及島嶼影像在攝影鏡頭中被重構的事實。其次是充分發掘聲

音元素，使之具有與畫面相對獨立的表意功能。其實聲音元素（包括無聲）在螢

火蟲的作品中的運用在早期就已經開始。而在《流離島影》中噪音、雜音、日文

廣播、原住民歌謠、現代管弦樂都成爲紀錄片表意的聲音造型元素。《噤聲三角》

全片無旁白、無解說，畫外聲音由急促、激越的音樂所填充；《噤聲三角》、《南

之島之男之島》、《03：04》不時出現的刺耳噪音強烈衝擊觀衆耳膜；《誰來釣魚》

中水滴的聲音蒙太奇直接代替直白的語言等，這些聲音元素都具有相對的獨立

性，其獨立的表意系統與畫面所具有的表意功能相互補充，形成表意的雙重空間。

另外，陳芯宜在《誰來釣魚》中卡通人奔向太陽的片段，簡偉斯在《馬祖舞影》

和吳介民在《基隆嶼的青春紀事》中引入舞蹈的場面，這些“非常規”的手段不

僅具有相應的表意功能，更重要的是徹底顛覆了紀錄片紀實的唯一性，插入空間

的非真實性與離島的地理空間荒謬性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類似遠離紀錄片紀實

規範的手段有力地表現出島嶼對象脫離人際社會規劃外的客觀存在，以及人際社

會規劃企圖下離島空間的荒謬和失真。這種“失真”的畫面顯然與嚴格的紀實要

求相違背，卻把更多的表意空間歸還給紀錄片本身。通過這些手段，影片刻意突

出和放大拍攝者的自我，而將原本處于公衆社會和自然環境雙重邊緣地位的離島

對象從孤立、疏離的他者形象重新納入拍攝者自我的意識、感知之中，並以期通

過影像的傳播傳遞給更廣泛的接受者。 

《流離島影》中這些非常規的紀錄片手段雖然不見得爲台灣所首創，但這些方法

的使用與台灣社會的某種現實相契合，有意識地將記錄影像中的他者轉變爲拍攝

者自我的一部分，從另一個極端反對主流意識形態邊緣化與漠視機制的反撥，通

過影像的操縱、聲音、舞蹈多媒介手段的混雜使用，擾亂紀錄片受衆正統的、慣

習的接收程序，在邊緣地帶營造出一重超脫地理概念與國家意識之外的第三空

間，以及由此引發出的屬于個人的在地想象。因此，若言及“謝絕客觀”式的記

錄美學有何現實意義，此即爲其中不可忽視的部分之一。“我們如何能夠談論影

片，或那影片作爲依據有真理性結構的文本來進行辨證或論述，絕非出自影片的

本然，或是再現的精確，而是敞開影像與書寫之間的戰場，啓動影像與書寫之間

的對質。”⑰也正是出于對記錄真實不再拘泥于影像與事實的嚴絲合縫，將紀錄

片形式與記錄者立場以及對被攝對象境遇的富于個人化思考相結合，使得“真實”

在螢火蟲的記錄鏡頭之下呈現于以往截然不同的創造性與全新可能。 

四、反思真實：共領域與私議題的倫理博弈 

新世紀以來台灣社會紀實紀錄片陸續出現一批不同程度上傾向于個人化敘

述、私密化表達的創作。依據比爾•尼克斯的劃分，這類紀錄片關注影片背後對

制作起支配作用的慣例、程序跟假設的真實建構方式，並且強調制作者和關照對

象之間的互動中主觀的、富于表現力的情況，強調影片與觀衆在這種互動交流中

的心理反應及社會影響，正好暗合了反身性紀錄片和表現性紀錄片的特征，以及

兩者相互混雜的狀況。這類紀錄片所謂的“個人性”或“私密性”或許並非僅狹

隘地指稱某一類型題材或局限于某一特定人群及場域，而更多的表現爲紀錄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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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種手法或觀察的角度。 

與一般意義上的家庭影集不同，這些以自我或關系親密的身邊人爲關照對象

的“私記錄”往往不是滿足于家庭生活片段的點滴存照，而是在立此存照的同時

隱含某種曝之于衆的企圖心，仍然希望從未來的受衆之中獲得某種意義。因此原

本可能不宜外道的私密情結或未經修飾的原始場景被完全暴露在公衆面前，成爲

被公衆觀看的對象。《私角落》（周美玲，2001）、《雜菜記》（許慧如，2003）以

及《25 歲，國小二年級》（李家骅，2004）這類以個人議題作公共敘述的紀錄片

所企圖的，是通過自我曝露式的風險試驗引發觀衆對于自身所未知部分的反思，

亦即尋找那個“熟悉的陌生人”。這個陌生人可能是身邊的親人、朋友，更可能

是鏡中無數次端詳卻始終面目模糊的自我。因此，在觀片過程當中承受壓力的將

不僅僅是紀錄片中被觀察的對象，還包括作爲觀察者的觀衆自身——“是被邀請

參與，還是滿足偷窺欲望？是冷靜地看到別人還是被催眠般地望見自己？”⑱ 

“甚至是許多自己被遺忘或被隱藏的情感經驗、深層恐懼”⑲ 。 

愈來愈多的所謂“私記錄”類型紀錄片不僅在關照的題材、對象、場域朝向自身，

更重要的是，這類紀錄片似乎在暗示著一種與自我剖析、自我指涉與自我表現相

關聯的創作角度與方法的逐漸清晰。在這類紀錄片中，一方面由于紀錄片被攝者

與拍攝者同爲一體而合一（〈25 歲，國小二年級〉），因此觀衆有可能被設置爲倫

理問題的一方，兩者之間的聯結則在于“看”。在此，紀錄片作者所要面對的難

題顯然既要是在拍攝者與被攝者兩種身份之間的尋找平衡，同時這種自我的剖析

與表露又要能與觀衆産生有效的交流。作爲紀錄片作者，在拍攝之前難免不會對

創作作出事先的構思或規劃，但又由于自己正是那個被觀察的對象，在進行過程

中又難免不會深陷其中而出現超出事先的規劃設想的情況，又或者由于過于清醒

于當下的處境（即自己的所有表現都是要被看的），而不自覺地對自我進行掩飾

或美化。而對觀衆而言，如何能夠從紀錄片中感受到作者足夠的勇氣與誠意，自

覺自願地拿出自己與之對話與交流，而不是滿足于一個看客、欣賞者，甚至淪爲

一個窺視者，這其中固然有受衆的責任，但這同樣是紀錄片作者需要加以慎重考

慮的部分。私記錄也好，其它類型的紀錄片也好，其中的關鍵不在于暴露，而在

于激起反思。換言之，紀錄片作者不應該只是一個展示者，而更應該是一個觸媒。

“私記錄”的美正是能夠實現紀錄片由此及彼，由己及人。同理，在面對至親的

信任時，其實與對任何對象的觀察一樣，避免對象剝削，消費信任的辦法也在于

此。而這也正是“私記錄”紀錄片的公共性或社會性之所在。 

顯然，“私密記錄”一方面執著于“求真”，另一方面則糾結于“從善”。假

若關注的對象是自己，無疑需要的是巨大的勇氣，而假若觀察的是全無保留地給

予信任的關系人，那麽所需要的則不僅僅是勇氣，還包含倫理的考慮。進而言之，

伴隨著人們對社會紀實紀錄片新形態不斷出現帶來的驚喜或爭議，社會紀實紀錄

片美學從單純技術與藝術對“真”的不斷試探，愈來愈深入到對倫理與“真”關

系的反思。 

五、並非結語：爲何要求“真實”？ 

2005 年吳乙鋒與他的全景團隊完成的“九二一大地震”系列紀錄片公映後取

得巨大反響，同年一部反映台灣南部水稻種植農戶生活的《無米樂》同樣引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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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觀衆的觀影熱潮。然而對紀錄片的記錄性、問題意識與深入程度的討論也隨之

高漲。有評論者指出，這類紀錄片對現實的觀察缺乏深入，甚至刻意在忽略“感

動”、“趣味”背後依然存在著的矛盾與困境，進而認爲這種“消費性的感動，無

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麽認真，常吊詭的只會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

酷。”⑳換言之，《生命》也好《無米樂》也罷，所紀錄的只是現實生活的較爲

溫情、較爲易于讓人接受的部分，而對生活實際中更殘酷、更艱難，更慘淡，但

卻起著更重要影響的部分有意無意地回避或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是不是所有紀

錄片都必須以是否具備反思社會的問題意識爲評判標准暫且不說，但這一意識在

社會紀實紀錄片中無疑是其應有之義。 

然而問題不是評判《生命》們或《無米樂》們是否達到了其所應該達到的深

度，關鍵是爲什麽對于這樣既可滿足情緒又爲庶民立像的紀錄片我們仍會感到不

滿足？換言之，我們爲什麽或憑什麽要求紀錄片一定要以“真實”爲最高訴求，

而這種追求又將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或許影像的真理性結構只有在被賦予和

接受之後，“攝影機自來水筆”的預想才能真正實現——不僅是個人的書寫，更

是思維的提問。 

注释： 

①參見黃建宏《影片的真理性結構——從電影與福柯的影片論述論影像的自我技

術》，文中對影片真理性結構的討論範疇盡管多限于故事片/劇情片，但本文認爲

以紀錄片爲代表的非故事片/非劇情片在一定程度上同樣適用。 

②黃建宏．《影片的真理性結構——從電影與福柯的影片論述論影像的自我技術》

[Ｊ]．《電影欣賞學刊》2006.09.P72 

③李道明．〈陽台上演講的電影工作者〉[A]．李道明．《紀錄台灣－台灣社會紀

實類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下）》．台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2000．P354。 

④李詠泉．〈告別奮不顧身的年代〉[A]，李道明．《紀錄台灣－台灣社會紀實類

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下）》．台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2000．P360。 

⑤戴伯芬、魏吟冰．〈台灣反主流影像媒體的社會觀察〉[A]．李道明．《紀錄台

灣－台灣社會紀實類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下）》．台北：財團法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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